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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是破解环境约束与经济发展矛盾的迫切需要，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

然要求。首先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 模型对我国 2007—2016 年 31 个省份的矿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和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了测度，其次通过 Malmquist 指数对 TFP 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最后运用 Tobit 模型分析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制度因素、环境因素等对区域 TFP 的影响，以期为矿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中国矿

业总体上 DEA 有效，非期望产出过多是制约样本期内各地区 TFP 提高和 TFP 高波动地区效率值波动向下时的共有原

因；中国区域矿业 Malmquist 指数总体呈增长态势，但区域间 TFP 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制度因素、能源结构对

TFP 影响显著为正，且能源结构是对 TFP 影响最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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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巨大，但资源有限，获取资源的环境成本和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增加，提高矿业效率是实现经济可持

续发展必选之策。效率，在经济学中通常是指使用尽可能少的生产要素，获得尽可能多的期望产出的能力[1]。采矿业具有高污染、

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特点[2]，基于绿色发展的原则，有必要将环境成本纳入矿业效率的计算范围[3,4]。在本文中，矿业效率，也叫全

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 TFP），定义为在生产要素合理投入的条件下，以较低的环境成本（非期望产出）

获得较高期望产出。 

从研究尺度来看，现有矿业 TFP 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研究工业 TFP 时涉及矿业部门，这类研究的重点放在提升生产率

的轨迹精度和微观分解上，仅将矿业作为工业体系的一部分[5,6,7]。另一类是针对特定矿种 TFP 研究，如能源矿产[8,9,10,11,12,13,14,15,16]

和非能源矿产[17,18,19,20]。现有研究缺少将矿业部门作为独立的主体又综合所有矿种的视角。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只有将矿

业部门作为独立主体进行研究，才能发现矿业部门不同于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规律，只有将矿业部门内部各矿种作为整体研究，

才能发现不同矿种生产的共有规律，为政策制定者和和行业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 

从研究空间范围来看，中国幅员辽阔，省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各异，区域间矿业效率存在显著差异[21,22]。鉴于此，除了在全

国范围内度量矿业效率外[23,24]，还要对各个省份的矿业效率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扩大视域，根据地理空间分布和经济发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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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研究不同区域矿业TFP 的分布特征。地方政府可以据此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本地区乃至全

国范围内矿业效率水平提高。但是现有文献分省、分大区测算矿业 TFP的研究却很少[25]，本研究将对这种缺失进行丰富和补充。 

从效率管理的角度来看，影响矿业 TFP 的因素包括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内生因素是指计算矿业部门效率所选取的投入产

出指标。外生因素是指没有纳入效率计算，但会对这些投入产出指标产生影响的因素，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6]、产业结构[27]、

矿业权设置[28]、技术进步[29]、环境因素[30]、金融危机[20]、财政政策和融资约束[31]、研发投入[32]等。在定量评估TFP 外生因素影响

力时，现有研究通常只关注某一特定变量，难以做到在同一分析框架下对多个外生变量进行对比研究，导致无法在矿业效率管理

中进行政策排序和选择。本文根据数据可得性，选择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制度因素、环境因素作为影响矿业效率的外生因素展

开研究。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Super-SBM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可用于评价多投入、多产出具有复杂生产关系的决策单元（DMU）的效率。DEA 模型中包含了多

种测算模型，大部分研究利用 CCR[33]和 BCC[34]的方法来测算效率。CCR 和 BCC 模型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可变的假设下测算 DMU 曲面

和最佳生产前沿面的距离得出效率值，这种方法最大的不足在于没有对相关指标“松弛”变化的影响进行评价。Tone[35]提出了

SBM 模型，可以克服“松弛偏差”，解决输入、输出冗余的问题。Tone[36]对模型进一步改进，建立了 Super-SBM新模型。该模型

不仅能够测度不同样本的效率值，还能通过允许有效样本的效率值大于 1来比较其效率高低。矿业每年投入产出变化不大，效率

变化不明显，Super-SBM 克服传统 DEA 模型测度精度不高，效率值不大于 1而无法对样本准确排序的问题。规模报酬可变假设下

的 Super-SBM的模型如下： 

 

式中：xo=(xio)和 yo=(yro)分别表示第 io个 DMU 投入资源向量和产出成果向量；和分别表示将(xo,yo)排除在(x,y)之外的投入

与产出矩阵；和分别为投入和产出松弛变量，分别表示第 j个 DMU 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λj表示第 j个 DMU 的权重系数；模型

中的下标“o”表示被评价 DMU 对应的投入产出；目标函数 θ 是关于松弛变量 s+和 s-严格递减的，并且 θ>0。对于某个 DMU，

当θ≥1时说明绩效评价有效；当θ<1时说明 DMU无效，需要改进投入或产出。为了防止在概念上产生歧义和混乱，本文将目

标函数θ称之为TF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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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Malmquist指数 

利用 DEA模型对 TFP 测算方法属于对不同时期面板数据的静态测度。Malmquist指数法能够动态反映不同时间序列上样本数

据的效率值的变动情况，这有助于进一步找出影响效率变化的因素[37]。Malmquist 指数[38,39]，运用距离函数(distance function)

来定义，是衡量单位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总投入与总产量生产效率的指标[40,41]。从 t时期到 t+1 时期的 Malmquist 指数可以用

两个时期的效率变化几何平均来定义： 

 

Ray & Desli[42]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C）、技术进步指数（TP）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C），即： 

 

式（2）和式（3）中：下角标 c 表示规模报酬不变，v 表示规模报酬可变， 表示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的距离

函数， 表示在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的距离函数。如果 Malmquist 指数>1，表示生产率比上一期有增加；如果 Malmquist

指数=1，表示生产率与上一期相同；如果Malmquist 指数<1，表示生产率比上一期下降。为了表述的一致性，本文将 Malmquist

指数也称之为 TFP。 

2.1.3Tobit模型 

Tobit 模型常用来分析不连续和受已知上限或下限约束的因变量[43]。TFP数值是不连续的，因此本文采用 Tobit模型来分析

TFP 的影响因素。影响 TFP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目前的测算模型，难以准确测量某一因素对 TFP 的影响实际达到的程度，但

是可以测算不同因素对 TFP的影响方向。Tobit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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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潜变量，yi为观察到的因变量，Xi为自变量向量，β为相关系数向量，误差项μi独立且服从正态分布：μi-N(0,σ
2)，

因此 ，为独立同分布。 

2.2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参考现有的文献[45,46,47]，根据数据可得性，确立中国矿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投入指标包括劳动力人数、固定资产投入、资

金投入和能源投入。期望产出指标包括矿产销售收入、增加值和利润，非期望产出指标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量等。 

根据以上指标体系对 2007—2016 年中国 31 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矿业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分析。这些数据主要来源

于 2007—2016年的《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个地区的统计

年鉴等官方统计数据。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矿业 TFP 静态分析 

基于 Super-SBM 模型分析得到 2007—2016 年我国矿业 TFP 值（图 1），除 2009 年外其余年份的 TFP 均大于 1，说明除 2009

年外，DEA有效，其中 2016 年 TFP 值最大，2013 年 TFP 值最小。2016年数据表明劳动力投入出现少量的冗余，利润出现了产出

不足，污染物排放过多，非期望产出是制约 2016 年效率的主要因素。2014 年劳动力投入出现了少量冗余，增加值、利润、销售

收入出现了产出不足，同时，在非期望产出中废水、化学需氧量、SO2排放量较多。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是导致该年份效率相

对较低的主要因素。2009 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TFP 小于 1，这一年矿业在劳动力、固定资本、资金、能源 4个指标上均出

现了投入冗余，在产出方面矿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值、利润出现了产出不足，在非期望产出中废水、化学需氧量、废气、SO2、烟

粉尘、固体废物等多项指标排放过多。 

 

图 1中国矿业 TFP变化趋势 

2010 年 TFP 从低点恢复，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自然资源部先后分 4 批确定了 661 家矿山企业作为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废

水排放量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除 2012 年、2014 年出现反复，其余年份废水排放量没有出现过量排放。空气污染中，除 2015

年、2016 年烟粉尘和 SO2两项指标排放量相对较高之外，其他年份均有所改善。在固体废物排放上，仅在 2016 年出现恶化。绿

色矿山制度的实施和推广对矿业效率恢复和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基于 Super-SBM 模型得到 2007—2016 年我国各区域矿业 TFP 值（图 2）。天津、上海、重庆、陕西、青海的 TFP 值波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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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苏、山东、湖北、广东、西藏的 TFP 值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余地区的 TFP 值在“1”附近上下浮动，这部分

地区的矿业效率均趋于稳定。 

 

图 2各区域矿业 TFP 值变化趋势 

在 TFP 值波动较大的地区中，每当 TFP 值波动向下时常常伴随着污染物排放的增加。比如在天津，除 2007 年和 2011 年污

染物排放较为合理，其余年份天津均出现污染物排放过量现象。在上海，导致 2009 年上海市 TFP 值出现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因素

是期望产出不足，非期望产出中各项指标异常。在重庆，非期望产出中，除 SO2和烟粉尘两项污染物排放较为合理，其他 5项指

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排放，导致2009 年到 2010年的 TFP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在陕西，除2015年，其余年份的污染物均

存在过度排放的情况，尤其是2010年，污染物排放导致该年 TFP 值较低。在青海，除 2015 年，其余年份均出现污染物排放过量

的情况。综上，可以看出，在各地区的矿业发展中，污染物不合理排放是制约各地区矿业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也是矿业效率高

波动地区，TFP 值波动向下的共有原因。 

3.2 中国矿业 TFP 动态变化特征分析 

3.2.1 省际矿业 TFP 动态变化特征 

本文通过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测算中国矿业 TFP动态变化特征，并把 TFP分解为技术进步效率（TP）、技术效率（EC）、纯

技术效率（PC）和规模效率（SC）。中国矿业 Malmquist 指数总体呈增长态势（图 3),2007—2016 年 31 个省份 TFP平均增长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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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1 个省份 Malmquist 指数图 

注：黑色直线为引导线；鉴于极端值的存在，本文在制图时将内蒙古 2007—2008 年 Malmquist指数从7.03修改为6，将重

庆 2009—2010 年 Malmquist指数 71.44 改为 6。 

从 TFP 的增长来源看，EC起到主要作用，平均增长35.3%。各地区的 EC值均高于 1，说明整体发展态势较好。EC增长最快

的是重庆市，2007—2016 年 EC 平均值为 5.969。EC 增长最慢的是吉林，2007—2016 年 EC 增长率为 3.2%。TP 平均增长 9.02%，

仅有陕西、新疆的 TP值小于 1，其余地区 TP趋于稳定。其中，上海的平均 TP值最高，为 1.234。上海平均 TP增长率为 23.4%。

新疆的平均 TP值最低为 0.952，呈现下降趋势，平均下降 4.8%。从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各区域矿业 EC 水平较高，EC的主要

驱动因素是 SC，平均增长 19.3%。SC 水平较高的原因是各区域矿业的规模结构较为合理，可以更好地利用各项投入指标。 

从年度变化来看，年度之间的 Malmquist 指数（TFP）、TP和 EC 的变动是不均匀的。受重庆 2009 年、2010 年资金投入和销

售收入的影响，2009—2010 年各地区平均 Malmquist 指数为 3.62，说明 2010 年的 TFP 比 2009 年上升了 262%，成为 10 年间最

大值。2008—2009 年各地区平均 Malmquist 指数为 0.97,2009 年的矿业 TFP 比 2008 年下降 3%。10 年间，仅 2008—2009 年、

2010—2011年、2015—2016年各地区平均 Malmquist 指数小于 1，这三个时间段内中国各区域矿业效率出现了下降。 

从各省份来看，各地区之间 TFP 发展不均衡。有 9 个地区 Malmquist 指数大于 1，年平均 TFP 最高的是重庆地区，其余 22

个地区 Malmquist指数小于 1，年平均 TFP最低的是天津市。根据 Malmquist 指数的分解情况，各地区的平均EC指数均大于 1。

对 EC进一步分解得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广东的 SC出现了下降趋势。8个地区的 PC平均值小于1，这些地区

应该注重矿业技术的引进与创新。除陕西和新疆以外，其余地区的 TP表现出良好的进步趋势。陕西、新疆地区应在参考和吸收

各区域优秀成果的同时，因地制宜制订出符合当地区域矿业发展的方案和发展计划，避免不必要的资源的浪费。 

3.2.2 东中西三大区域矿业 TFP 动态变化特征 

将 31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1

个地区；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山西、江西、安徽 8个地区；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陕西、新疆、甘肃、

宁夏、青海、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 12个地区。需要说明的是，在综合考虑了东北三省地理空间位置和地方经济发展

的相似性以后，将吉林、黑龙江划归中部，将辽宁划归东部，应与传统意义的东中西区域划分相区别。三大区域各项效率值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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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三大区域各项效率值变化趋势 

如 4所示，2007—2016 年，三大区域平均TFP 分别为 0.975、0.954、1.716，西部的 TFP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的 TFP。三大

区域 TFP 在 2009—2010 年均出现上升趋势，在 2014—2015 年东西区域出现小幅上升，在 2010 年、2011 年和 2015—2016 年出

现了下降趋势。三大区域 TFP 呈现较为同步的发展趋势。 

2007—2016 年，三大区域平均 EC 分别为 1.160、1.119、1.687，区域间 EC 变化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 2007—2008 年和

2009—2010 年三大区域间的差距较大。如图 4 所示，2007—2012 年三大区域的 EC 变化趋势不同步，西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

下降的趋势，东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中部比较稳定没有太大的波动。2012—2016年三大区域EC呈现出同增长同

下降同步发展趋势。 

2007—2016年，三大区域平均 TP分别为1.109、1.060、1.093，区域间 TP相近。在 2012 年之前三个区域的 TP基本重合，

在 2012 年之后出现较大差异，但发展趋势相同。其中，东部 TP最高，说明东部技术进步较快，这得益于该区域高水平的经济发

展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2007—2016年，三大区域平均 PC分别为 1.054、1.143、1.152。2010—2011、2013—2014、2015—2016 年三个时间段中三

个区域 PC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在 2015—2016年的 PC较高，其他年份的 PC发展水平相对平稳。 

2007—2016年，三大区域平均SC分别为 1.116、0.986、1.402，区域间差距较大。尤其在 2007—2011年三大区域间 SC差

距较大。东部 SC在 2009—2010年也出现了明显上升。2012 年以后三大区域 SC呈现较为平稳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 2007—2016年三大区域的各项效率值的分析可以看出，西部的各项效率值均表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各项效率值均

大于 1。但是，不论时间角度还是区域角度都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鉴于此，西部在保持整体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要注重发展

的均衡问题，做好区域内资源、技术的交流和共享。中部虽然各项效率发展较为平稳，但效率值偏低，TFP 和 SC 均小于 1，需要

进一步提升。鉴于此，中部应抓住中部崛起的政策优势，吸引资金，加大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整合小散矿企，同时也要加强区

域间管理和技术交流。东部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应继续加大产学研的结合力度科研投入，带动中西

部 TP的发展。 

3.3 中国矿业 TFP 影响因素分析 

3.3.1 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本文选择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制度因素作为区域矿业TFP的影响因素。本文产业结构用工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不变价）表示。能源结构用煤炭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换算为标准煤）比重来表示。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占

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作为各地区制度因素的指标。数据来源于 2007—2016 年《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和各地方统计年鉴。 

设各地区各因素对 TFP影响的 Tobit模型为： 

 

设各地区各因素对 EC影响的 Tobit 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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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各地区各因素对 TP影响的 Tobit 模型为： 

 

式（5）～式（7）中：i 表示某个地区，t 代表时间；TFP 是全要素生产率，TP 是技术进步增长率，EC 是技术效率增长率。

Ind 代表产业结构，lnind 是工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对数；ene 代表能源结构，用地区工业消耗的能源量占地区

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来表示，lnene是工业消耗的能源量占地区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的对数；mar代表制度因素，用国有控股工

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占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表示，lnmar 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占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的

比重对数。 

3.3.2Tobit结果与分析 

以 2007—2016 年 31 个省份的数据为基础，运用 Tobit 模型测算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制度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

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1）产业结构对TFP、TP 和 EC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工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增加，有利于 TFP、TP 和 EC 的提高。

工业是三次产业中与矿业联系最紧密的部门，工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增加经常伴随着矿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和规模效益的

扩大。中国矿业呈现出多、小、散的分布特点，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但随着矿产资源开发整合成为了中国矿产资源

开发秩序治理整顿的主要内容。工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增加也可以促进矿产开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能源结构的变化显著影响 TFP、TP 和 EC，且系数为正，说明煤炭消耗占能源消耗比重的提高，促进了 TFP、TP 和 EC 的

提高。煤炭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形式，且主要由国内矿山提供，煤炭消费比重提升会繁荣地区的矿业发展，在煤炭行业的带领

下和环境保护政策的约束下，矿业企业会加快完成转型升级，并通过矿业自身科技创新，不断开发引进先进的工艺流程等技术，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实现中国矿业的绿色转型升级，进而促进了 TFP、TP 和 EC 的提高。能源结构的变化显著影响 TFP、TP 和 EC。 

(3）制度因素对TFP、TP 和 EC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了制度因素的完善对矿业 TP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近年来，相关部门

发布和制定了《关于全面开展矿山储量动态监督管理的通知》《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矿业相关政策，不断完善了矿业的相关制度，为我国的矿业发展提供越来越透明公正的政策环境，国有

控股工业企业的发展促进了这些政策的落实，为矿业的健康、稳步发展提供了保障与支持。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首先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 模型对中国 31 个省份的矿业 TFP 和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了测度，然后通过

Malmquist 指数模型，对 TFP 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最后根据不同区域矿业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运用 Tobit模型分析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制度因素、环境因素等对区域矿业 TFP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除 2009 年外，我国矿业 TFP 均大于 1，说明除2009年外，矿业 DEA 有效。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矿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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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重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导致 DEA 无效。但是 2010 年，TFP 迅速恢复，此时点与绿色矿山制度推广时点高度耦合。非期

望产出过多是制约各时期 TFP 提高的共有原因。在分区域分析中，TFP波动较大的五个省份效率值波动原因各不相同，但呈现出

共同的特征，效率值向下波动总是伴随着非期望产出增加。 

(2）中国矿业 Malmquist 生产指数总体呈增长态势，2007—2016 年各地区平均增长 25.6%，但区域间TFP 发展不均衡，仅有

9 个地区的 Malmquist 指数大于 1。从全国矿业 TFP 增长来源看，EC 起到主要作用，平均增长率为 35.3%。各地区的 EC 均高于

1，整体态势发展良好,各区域 EC的主要驱动因素是 SC，平均增长 19.3%。 

从大区域的视角，将 31个省份整合为东中西三大区域。2007—2016 年，东中西三大区域平均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分别为

0.975、0.954、1.716，西部的 TFP 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的 TFP，但是，不论从时间序列角度还是区域角度看西部都存在发展不

均衡的问题。中部地区各项效率发展较为平稳，但各项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中部地区的各项效率值偏低，TFP 和 SC 均小于1。

东部地区 TP最高，技术进步较快，这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技术创新能力较强是密不可分的。 

(3）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增加有助于矿业规模效应的实现，促进 TFP、TP 和 EC提高。制度因

素对 TFP、TP 和 EC 的影响显著为正，国有控股企业效率的提升有助于矿业 TP 的提升。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耗比重的提高，有利

于 TFP、EC 和 TP的提高，能源结构是三个因素中对矿业效率提升影响最大的因素，这体现了矿业“在发展中改善”的行业特征。 

4.2 讨论 

矿业 TFP度量矿产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和由此产生的环境成本，是考察矿业经济是否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矿业TFP 越

高则表示矿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越协调，资源利用水平越高。近年来，中国获取矿产资源的外部风险和环境约束不断增加，要实现

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依靠矿业效率的提高。通过对中国 TFP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分析，能够客观评价 31个省份的效率差异，对

于促进中国矿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本文分析，针对中国矿业 TFP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我国矿业 TFP发展缓慢，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环境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强调“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既是破解保护与发展突出矛盾的迫切需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也是

进一步提高矿业生产效率、促进矿业高质量的发展必选之策。 

(2）中国矿业 TFP在时间序列角度和区域角度都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因此，要做好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资源、技术的交

流和共享。在各地区推广产学研合作，充分利用学校、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教学环境和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促进

面向矿企的科技创新，最终达到矿业高效率地区带动低效率地区共同发展的目的。 

(3）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矿业效率水平的提高，关停并转小而散的矿业主体，整合矿产资源，提高管理能力，激发矿业规

模效益。此外，制度的完善对矿业效率水平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完善我国矿产资源领域制度建设，为矿业发展提供更加透明公正

的政策环境。能源结构中主要能源比重的增加，对整个矿业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矿业发展是矿业绿色转型的基础。 

本文尚存在如下不足：首先，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只选取 31个省份2007—2016 年的指标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研

究结果不能反映 2016年以后矿业效率的发展变化。其次，本文未对矿业TFP变化和绿色矿山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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